
 

长三角城市群 R&D 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分析及空间分异1
 

曹贤忠，曾刚，邹琳 

【摘 要】：从投入产出效率视角，构建研发资源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中的CRS、VRS模型和Malmquist

指数方法，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变化趋势以及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因子分析定权法验

证DEA计算的结果，二者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总体较低，但呈

上升趋势：2000、2005、2010以及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分别为0.591、0.622、0.669和

0.784，均不足最优效率的80%；江苏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显著高于上海和浙江；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

效率分异程度逐渐缩小，但空间格局变化较大；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各类效率变动指数均呈现上升

趋势，且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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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越来越倾向于创新领域的研究，创新的研究具有较大理论意义
［1-2］

，随着时代的推移，知识已取代资本，成为最

具战略价值的资源，学习成为最重要的过程，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知识经济和学习经济时代，区域的发展关键在

于区域的创新能力
［3］

，而区域创新能力的大小受制于研发资源要素的配置，为了争取竞争优势，各个地区都在努力加大R&D 活

动的投入力度，但R&D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却差异很大
［4］

。R&D效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R&D活动中把多种投入资源（研发资金、

人员等）转化为多种产出（专利、科技论文等）的一种能力
［5］

，R&D效率也可以视为科技研发活动投入和产出的比较
［6］

。 

在评价绩效尤其是测度效率研究方面，真正具有效率意义的是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
［4］

。如孙绪华等运用DEA方法中的

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来测算我国科技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标；唐德祥等运用面板数据随机前沿方法（SFA）考

察了我国三大经济区域R&D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
［7］

；胡求光等运用随机前沿方法（SFA）和面板数据，就长三角、珠三角

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区的R&D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
［8］

；张海洋运用DEA方法对1999—2007年省级大

中型工业全要素R&D效率及其组成全要素R&D资本效率和全要素R&D人员效率的变化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9］

；吴和成和王晓

红等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分别对我国十五期间17个制造行业的R&D效率和30个省市的R&D效率进行了测度
［10-11］

。 

综上所述，研发资源效率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运用方法以DEA模型为主。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国家、省域、城市群、经济

区等区域尺度，也有部分研究涉及产业研发资源效率分析，但缺乏对省域或城市群内部各区域的研发资源效率进行测度和分异

进行分析，长三角城市群作为长江经济支撑带乃至全国重要的城市群，非常具有研究的典型性，但对其研发资源效率测度及空

间分异的研究却鲜有涉及，虽然董洁等运用超效率DEA 模型和Malquist生产力指数法，对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的R&D效率进行

了测度
［12］

，但其仅仅从产业层面，没有对长三角城市群内部效率进行测度，且时间跨度仅为四年。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

为例，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Malmquist-DEA 方法，对2000—2012年长三角核心城市的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及空间分异
                                                                 

1.收稿时间：2014 - 07 - 29；修回时间：2014 - 10 - 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071093）；德国科学基金会（LI981/8-1AOBJ： 

595493）；华东师范大学2014博士生学术新人奖资助项目（XRZZ2014002） 

作者简介：曹贤忠（1987—），男，安徽泗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经济与产业经济。E-mail：cao5956@163.com。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中国上海 200062） 

mailto:cao5956@163.com


 

进行分析，拟重点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如何?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的空间分

异以及动态演变特征如何?本研究不仅能为长三角各地市开展创新提供决策支持，同时，通过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表

现出的规律性特征，还能为其他城市群提供一定的借鉴。 

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构建 

1.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包括上海、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南京、扬州、镇江、

常州、无锡、苏州、泰州以及南通市。 

由于数据获取较有难度，并对2000—2012 年进行纵向比较分析，本文选取了2000、2005、2010以及2012年四个时间的截面

数据进行分析。考虑R&D活动的特点，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经过协整分析，R&D资源投入对产出发挥最大的

时滞为1年
［13］

，因此本文产出指标选用t 年的数据，投入指标则选用t-1年的数据。 

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市统计公报（1999—2011）、各市统计年鉴（2001—2013）、各市经济信息委员会网站、相关新闻

报道以及已有学术研究文献。其中，科技论文数量来自于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Web of Knowledge数据库，专利数量

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 

1.2 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测度指标体系 

关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经济学文献中称之为知识生产函数
［14］

，关于 R&D 投入的指标基本达成共识，即研发

人员和经费两方面。大多学者采用的指标是 R&D 人员数和 R&D 支出经费
［11，13，15］

，但本文认为在人员投入方面，R&D 人员全时当

量更能体现人员的投入，因而，本文的研发资源投入指标设定为 R&D 人员全时当量（万人·年）和 R&D 支出经费（亿元）。 

 

关于研发资源产出指标，学术界较有争议。Cre⁃pon等用专利数量和新产品的销售份额作为产出绩效的指标
［16］

；有的学者

认为专利只代表了R&D产出的一个部分，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数、技术收支盈余数以及新产品开发的数量都是R&D的产出变量
［17］

。

Hagedoorn等用专利数量、专利引用率以及新产品数量反映企业产出绩效
［18］

；而Belderbos等用劳动生产率和创新产品生产率作

为指标来衡量产出绩效
［19］

。时鹏将等以科技论文数量、专利数量、技术市场成交额、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

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等五个指标作为R&D活动的产出指标
［20］

；刘顺忠等用发明专利授权量、国外三系统（SCI、EI和ISTP）收

录科技论文数量、新产品产值率、亿元投资新增GDP和万元GDP综合能耗作为指标来衡量一个地区创新产出能力
［21］

；赵建吉等对

创新的空间测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研究认为创新产出可分为专利产出和创新产出，并可用专利数目以及新产品的销售

额等来表征
［22］

。综上所述，本文选用专利数量（个）、科技论文数量（篇）、新产品产值率（%）三个指标表征研发资源的产

出，因而，研发资源投入与产出共有五项指标（表1）。根据投入产出效率指标数量宜少原则
［23-24］

，一般要求（投入指标数目+

产出指标数目）≤ 1/3DMU个数（评价单元）
［25］

。本文对长三角城市群的16个城市进行投入产出效率测度分析，因而要求投入

产出指标最多为5个，表1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符合要求。 



 

2 效率测度模型与方法 

2.1 CRS 与VRS 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 DEA，由 Charnes 等于 1978 年创建
［26］

。这种非参数统计分析方法已成

为对 R&D 效率测度的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与其他评估方法相比较，具有结构简单、不需要事先确定各指标间的可比性和权重，

并可以提供信息来找出低效率环节等优点，能够较好地运用于国家或区域 R&D 投入和产出相对效率的评估
［6］

。本文借鉴方创琳

等
［25］

研究方法，要评价M个城市研发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并假设评价指标体系分为K种投入指标，L种产出指标，设xm（k xmk>0）

代表第 m个城市的第 k种资源的投入量，ym（l yml>0）代表第 m 个城市的第 l 种产出量。对于第 m（m=1，2，„，M）个城市，

θ（0<θ ≤ 1）代表要素资源投入产出效率综合指数，简称综合效率指数；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λ m（λ m ≥ 0）为

权重变量，用来判断城市研发资源的规模收益情况；s-（s- ≥ 0）为松弛变量，表示研发资源达到 DEA 有效需要减少的投入量；

s+（s+ ≥ 0）为剩余变量，表示研发资源达到 DEA 有效需要增加的产出量。公式如下： 

 

上述公式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CRS）的 DEA 模型，简称 CRS 模型。当存在最优解θm =1 时，

表明第 m 个城市研发资源运行在最优生产前沿面上，该城市的研发产出相对于投入而言达到了综合效率最优；当θm <1 时，表

明第 m 个城市研发资源效率无效，若θm 的值越接近于 1，则表示第 m 个城市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越接近有效，反之

越低。 

在公式中引进约束条件 ，将其转变为规模报酬可变（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VRS）的DEA模型，简称VRS模型，

利用VRS模型可将综合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即θm =θTE ×θSE 。用VRS模型得到的效率指数θm 为第m 个

城市研发资源的综合效率指数；θTE 为对应城市群的纯技术效率指数（Technical Efficiency），有0< θTE ≤ 1，θTE ≥

θm ；规模效率指数（Scale Efficien⁃cy，记为θSE），0< θSE ≤1，θSE ≥ θm 。同样对于θTE 、θSE的值越接近于1，

表示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就越高。当θTE =1或θSE =1时，则该城市的研发资源分别为纯技术效率最优

或规模效率最优。 

本文中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是指研发资源要素的配置、资源利用效率等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

的生产效率，规模效率指的是研发资源当前规模与最适规模之间的差距。 

2.2 Malmquist-DEA 模型 

Malmquist指数最早由Malmquist作为一种消费指数提出，之后，Caves等将其应用到生产率变化的度量。当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指数大于1时，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正，反之则意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Malmquist指数主要度量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效率变化与技术进步率。本文用来测度2000—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的变化。 

2.3 因子分析定权法 



 

效率评价的本质是以各种科技资源作为投入，以各种效果作为产出，以产出除以投入，进而分析最终的资源配置效率
［27］

。

因此，本文选择最为基本的测度方法—因子分析定权法，进行测算，并与 DEA 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效率测度公式为： 

 

式中：Ei 为第i 年的技术创新效率值；Ci 为第i 年的技术创新产出综合值，且 为第i 年的三项技术创

新产出值；λj（j=1，2，3）为三项技术创新产出指标的权重；Ti 为第i 年的技术创新投入综合值, 为第i 年

的两项技术创新投入值；θj（j=1，2）为两项技术创新投入指标的权重。 

另外，参考曹贤忠等
［28］

在数据处理上采用的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操作如下： 

 

通过因子分析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分别为：R&D人员全时当量（0.211）、R&D支出经费（0.296）、专利数量（0.493）、科技

论文数量（0.519）、新产品产值率（0.481）。 

3 实证与结果分析 

运用DEAP2.1软件计算DEA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并计算Malmquist指数，所得结果见表2、图1。 

 



 

 

3.1 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总体较低，但呈上升趋势 

3.1.1 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总体偏低但呈上升趋势。2000、2005、2010 以及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研

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分别为0.591、0.622、0.669 和0.784，2012 年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综合效率不足最优

效率的80%，2000—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平均水平上升了0.193。其中，2000年长三角城市群中的

上海、南京、宁波以及舟山4个城市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达到了最优水平；2005年长三角城市群中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

综合效率达到了最优水平的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湖州、台州以及舟山7个城市；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中研发资源投入

产出的综合效率达到了最优水平的包括南京、舟山以及南通3 个城市；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中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达

到了最优水平的包括南京、苏州以及舟山3个城市。另外，2000年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处于最优水平60%以下的城市有7

个，占总数的43.75%，最优水平80%以上的为5个，占总数的31.25%，有4个城市介于60%~80%之间，占总数的25%；2012年仅有2

个城市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低于最优水平的60%，占总数的12.5%，有9个城市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高于80%，

占总数的56.25%，介于50%~80%之间的城市有5个，占总数的31.25%（表2）。总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的投入产出的综

合效率总体较低，并未达到最佳状态，但2000—2012 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3.1.2 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纯技术效率总体高于综合效率且呈上升趋势。2000、2005、2010以及2012年长三

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纯技术效率分别为0.670、0.640、0.781 和0.878，均达到了最优水平的60%，相较于综合效率的

数值，纯技术效率总体都较高，虽然2000—2005年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2000—2012上升了0.218。2000年长

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纯技术效率达到最优水平的有6个，2012年也是6个，总数没有改变，但城市格局有所变化。同

时，从表2还可以看出，2000年达到纯技术效率最优80%以上的城市有8个，占总数的50%，有6个城市低于纯技术效率最优的60%，

占总数的37.5%，其余2个城市介于纯技术效率最优60%~80%之间，为总数的12.5%；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达到

纯技术效率最优80%以上的有12个，占总数的75%，有3个城市介于60%~80%之间，占总数的18.75%，仅有1个城市的研发资源的投

入产出纯技术效率低于最优的60%，占总数的6.25%，2013年间长三角城市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纯技术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也

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的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进步。 

3.1.3 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规模效率显著高于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且呈上升趋势。从规模效率来看，长

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总体要显著高于同一时期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2000、2005、2010以及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

投入产出的规模效率分别为0.887、0.952、0.862和0.898，均达到了最优水平的80%以上，且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较2000年，

2012年增加了0.012。2000年研发资源投入产出达到规模效率最优的城市有4个，2012年为3个。另外，2000年达到研发资源投入

产出规模效率最优80%以上的城市有13个，仅有扬州低于规模效率最优60%；2012年达到最优80%的城市数目也有13个，但仅有上

海的规模效率低于60%，仅为0.466。总体而言，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规模效率较高，且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 

3.2 城市群内部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比较 

3.2.1 上海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较低。从综合效率来看，2012年舟山、南京和苏州达到了最优水平；上海研发资源投入

产出的综合效率仅为0.466，进一步观察上海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发现，上海的纯技术效率为1.000，规模效率为0.466，根

据DEA效率的评判方法，表明上海研发资源的投入和产出不存在问题，造成上海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综合效率较低的原因是上海研

发资源规模和投入、产出间不相匹配，根据DEAP2.1测算的结果可以发现，上海研发资源的规模报酬递减，因而上海可通过缩小

研发资源的规模来提高综合效率，解学梅等对上海1999—2009 年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上海的技术创新

投入和产出均有所增加，然而，技术创新效率却相对减小
［29］

，这与本文的研究结论较为符合；另外，虽然杭州和常州研发资源

的综合效率高于上海，但这两个城市的研发资源在规模收益方面和上海类似，都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减现象，宁波和嘉兴也存在

规模报酬递减现象，但宁波研发资源综合效率未达到最优的原因在于R&D人员和经费支出均存在着冗余，而嘉兴研发资源综合效

率未达到最优的原因不仅在于投入的冗余，同时产出还存在着不足，特别是科技论文和专利的产出不足；其余8个城市研发资源

均为规模报酬递增，综合效率未达到最优的主要原因是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特别是新产品产值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湖州在

科技论文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可通过增加研发资源的规模和鼓励新产品开发等途径进行改善。 

通过图 4 可明显看出，江苏省城市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综合效率明显优于上海和浙江省各城市，且江苏省各城市较为集中，

而浙江省内部各城市分异较为明显。为了更加明晰当前江苏和浙江省的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效率状况，本文对其进行了测算，

结果表明（表 3），2012 年江苏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为 0.787，江苏省研发资源纯技术效率为 1，表明综合效率的提高

应重点关注研发资源的规模，深入研究发现其规模报酬呈现出递减现象，因此应适当缩减研发资源规模，提高综合效率；浙江

综合效率低于江苏，高于上海，为 0.688，较低的原因和江苏一样。 

 



 

3.2.2 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分异程度逐渐缩小，但空间格局变化较大。通过纵向比较长三角各城市的投入

产出效率发现，2000—2012年各城市间的空间分异程度在不断缩小，但内部空间格局变化较大（表2，图1）。 

2000—2005年，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上升的城市包括杭州、湖州、嘉兴、台州、苏州、常州、镇江、

扬州、泰州以及南通，其中台州和杭州达到了最优水平，湖州处于较高水平，达到了最优的80%，其余城市的研发资源投入产出

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变化较大的城市为杭州、湖州和台州。进一步分析发现，湖州研发资源综合效率变化较大的原因主要在于

规模报酬递减，缩减了相应的研发资源规模，而台州在于投入和产出的合理控制，从而实现最优；综合效率下降的城市包括绍

兴和无锡，其余4个城市仍为最优水平，造成绍兴和无锡研发资源综合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均在于R&D经费支出过多，新产品产

值较低。 

2005—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总体变化较大，达到最优的城市有3个，分别为南京、舟山和南

通。综合效率上升的城市包括湖州、嘉兴、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和南通，其中湖州和南通处于较高水平，其

余城市较低，南通变化最大，由2005年的0.225变为最优水平，深入研究发现2005年南通研发资源投入产出过程中，R&D经费支

出存在严重的冗余，且新产品产值率较低，说明5年中南通合理调整了研发资源的投入，达到了最优；综合效率下降的城市有上

海、杭州、宁波、绍兴和台州，其中上海、杭州和宁波变化较大，上海、杭州和台州的纯技术效率为1，表明综合效率下降的原

因主要是研发资源的规模问题，应适当缩减研发资源的规模，宁波研发资源综合效率下降的原因在于R&D人员和经费支出过多的

投入，且科技论文产出严重不足。 

2010—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总体变化不大，但大多呈现出上升趋势，达到最优水平的城市

有3个，分别为南京、苏州和舟山，另外除上海、台州和南通3个城市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在下降以外，其余城市均呈

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且都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上海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综合效率仍然因为规模问题进一步降低了，台

州和南通虽然有所下降，但总体水平仍较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苏州研发资源在2年的时间里，综合效率提升很快，2012年

达到了最优，通过分析发现，苏州对R&D人员和研发经费进行了合理控制，且科技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3.2.3 基于因子分析定权方法计算的效率值与 DEA 计算结果较为一致。运用因子分析定权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为了使结果

更具有可比性，对测算出来的效率值进行了归一化处理（表 4）。 

 

从表4可以看出，从省域角度来看，江苏省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效率值高于上海、浙江；从市域角度来看，南京市较高，舟

山较低。与DEA测算结果相比较发现，由于因子分析定权法测算出来的效率值经过了归一化处理，而DEA测算的效率也是相对效

率，因此大小不相符合。从各省市效率的相对大小角度来看，两个方法计算出来的效率值是高度吻合的，如南通市因子分析定

权法计算的效率值为0.405，DEA计算的效率值为0.927，相对都较高，其中舟山表现出来的差异较为明显，这是由于在数据标准

化过程中，舟山各项指标值最低所致。因此，通过因子分析定权法进一步验证了DEA计算的结果，同时也表明DEA方法在计算研



 

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方面的有效性。 

3.3 城市群研发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较为显著 

运用 Malmquist-DEA 模型，通过 DEAP2.1 软件对 2000—2012 年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的 Malmquist 指数进行测算，结果见

表 5、图 2。2000—2012 年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综合效率变动指数（1.547）、技术进步变动指数（1.651）、纯技术效率变动

指数（1.517）、规模效率变动指数（1.020）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2.553）均大于 1，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全要

素生产率指数显著提升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上升所致，研发资源的规模优势得到了一定

的发挥，但并不明显，技术进步在研发资源效率提升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DEA 中的CRS 模型和VRS 模型对2000—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因子分析

定权法对结果进行了验证，另外根据Malmquist-DEA 模型测算了2000—2012年效率变化，主要得出如下结论：①长三角城市群

研发资源的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总体较低，并未达到最佳状态，但2000—2012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纯技术效率总体高于

综合效率且呈上升趋势；规模效率要显著高于同一时期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②江苏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显著高于上海

和浙江，上海最低；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分异程度逐渐缩小，但空间格局变化较大；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

入产出效率各类效率变动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较大，技术进步在研发资源效率提升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总体效率不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研发资源规模报酬递减或R&D经费支出投入过多，相应的产出不足；③

因子分析定权法计算的效率值与DEA计算的结果较为一致，同时也表明DEA方法在计算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方面的有效性。 

鉴于数据可获取性，选择了四个时间维度的截面数据进行测算，在进一步研究过程中，可以增加时间维度，并深入探讨研

发效率分异的影响因素和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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